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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中國學者有關天主教東傳史的研究中，陸若漢很少被人提及。按照傳統的評判標準，他在教會中的

地位、其歷史影響力以及在學術研究中的知名度，都遠不及“傳教聖人”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視察員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以及首任中國教區會長利瑪竇（Mattheo Ricci）。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變換

一下視角，關注普通耶穌會士的命運以及教會生活中不為外人所知的種種隱祕，陸若漢就完全有資格成為最合

適的研究人選之一。其孤兒院的貧寒出身，在日本教會學校接受系統訓練，並長期擔任教會“通辭”和負責經

濟事務的“管區代表”等職務的經歷，使他成為遠東耶穌會史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修道士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

陸若漢奇特的一生，概括或揭示了遠東耶穌會史的眾多特色，他應當成為我們考察這段歷史的十分恰當的切入點。

後，耶穌會士不僅在九州地區建立起較鞏固的基地，

而且成功地進入京都，與剛建立霸權的織田信長建立

起良好關係。 1577年 8月 15日，時任京都教區布教

長的奧爾格蒂諾（Gnecchi Sokdo Organtino）神父在

那裡修建了被稱為“京都南蠻寺”的著名教堂。

由於從未接受過任何訓練與學習，在抵達日本

之後的最初時期，年幼的陸若漢祇是作為神父的隨

從，從事一些低級的教務協作工作。1580年11月，

年僅十八歲的陸若漢和六位年齡相倣的葡萄牙少年

以及六名日本人，被送入剛剛在臼杵建成的修練

院，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大約經過一年的初

級訓練，陸若漢又和另外五名葡萄牙人一起進入設立

於府內的聖保祿神學院，接受更高程度的學習。（4）

根據考證，陸若漢在神學院首先進入以語言學

習為主的人文課程（Humnanioa）， 1583年 10月，

又昇上以經院哲學以及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

所謂哲學課程（Artes, Philosophia）（5），大約在1585

年，才開始學習神學課程（Theologia）（6）。經過一

系列系統的學習，陸若漢由一個近乎文盲的農家之

子，成長為擁有各種知識和技能的合格傳教士。

早期生涯與學業背景

陸若漢原名若阿．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

為了與其他同名同姓者加以區別，當時教會內部因

其一度負責教會外交事務而稱之為“通辭羅德里格

斯”（1）。與許多出身於豪門世家的貴族傳教士不

同，我們對他的身世瞭解很少，據某些教會文獻中

的簡單記錄推測（2），他出生於1561年，是葡萄牙中

部高地貝拉山區塞爾娜塞利的農家子弟。因父母早

亡，這位在孤兒院中長大的孤兒，在十三、四歲時

被教會送往遙遠的東方。

據教會學者庫珀（Michael Cooper）的考證，陸

若漢是與耶穌會遠東地區巡視員范禮安及其攜帶的四

十一名耶穌會士一起，乘坐由五艘帆船組成的艦隊，

於 1574年 3月 21從里斯本出發，並在當年的 9月 6日

到達果阿。（3）兩年後，年僅十六歲的陸若漢在經歷

了又一次長途旅行之後，於 1577年 7月 4日抵達日本

九州的平戶，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日本傳教生涯。

陸若漢抵達日本時正逢日本教會史上極為重要

的發展時期。自沙勿略神父 1549 年 8 月登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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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課程教授的實際情況，教會文獻的記

述語焉不詳，但可以想象的是，它應當與其樣板即

當時歐洲教會學校的教學模式差別不大。（7）或許是

考慮到日本的實際情況與傳教需要，范禮安對傳統

的教學模式作了某些調整。他在 1582年 1月的一次

會議上，要求強化人文課程中的語言學習與文化知

識。他說：“我的意見是，目前那裡祇開設語法和

人文課程。此外，還應學習幾種（日本）文字及其書

寫方式，並學習日本修士必須掌握的其它知識。另

一個神學院應盡可能早地開設於京都，那裡應該學

習哲學和其它的高級學問。（⋯⋯）在豐後學完人文

課程的人應該被送到那裡去。”又說：“所有的神學

校都應該設置統一的文法課程。年長的學生和年輕

的學生不應混合就讀，如果有適當的設備，年長的

學生應該進入設在府內的神學院。同時，最好有另

外一所神學校，教授學生們必須掌握的人文課程和

有關日本文化的知識。”（8）

或許是由於范禮安的要求，學習日本語言成為

府內神學院人文課程的重要特色。在神學院中，日

本語的學習列為正規課程，而且是語言學習的重點

之一。關於這方面的情況，科埃里（Gaspar Coelho）

神父曾在《1581年度年報》中頗為興奮地提到剛完

成的語法工具書和某些譯為日本語的護教書籍：

“日本語文法書在本年完成了，此外還有辭典和日本

語著述數種。聖教要理也已譯成日本語。這樣，我

們可以使日本修士對於我們的聖教更為瞭解。此

外，使用這些書籍亦有助於我們教育那些試圖新改

宗的人皈依。”（9）為了使這種語言學習更有成效，

教會還特別配備了日語教師。府內神學院教授日本

語的教師是日本修士養方軒保祿。這位年過七十的

老者，精通漢學和古典文學，擁有多方面的知識，

被公認為神學院最理想的日語教師，就連對日本人

極為鄙視的卡布拉爾神父，也認為保祿的學識和品

德無可挑剔。（10）

由於缺乏具體史料，我們還不清楚陸若漢如何

接受語言培訓，但從他此後的發展情況看，他的語

言學習極富成效，而他對日本語言的精確掌握與熟

練運用，則成為他此後名聲大噪的首要條件。

“通辭”的外交使命

對於年輕的陸若漢來說， 1591年 3月 3日是一

個令人難忘的重要時刻。那一天清晨，他以范禮安

神父“私人翻譯”的身份，隨二十六人的龐大使團列

隊前往京都的著名別墅聚樂第，謁見在四年前發佈

〈傳教士驅逐令〉並自稱“天下第一人”的獨裁者豐

臣秀吉。

或許是由於初出茅廬的陸若漢資歷尚淺，在記

錄此事的 1592年 10月 1日的《日本年報》中，作者

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很少提到他，祇是聲稱陸若

漢受到豐臣秀吉特別賜予的禮物三十枚銀子和一件

絲質日本服裝。在參觀完聚樂第莊園後，豐臣秀吉

又將陸若漢喚來，與他交談至深夜。第二天，豐臣

秀吉再次將他招去調校范禮安送給他的鐘錶。其

間，豐臣秀吉向陸若漢提出了無數問題，他不僅向

這位異國青年再次透露了遠征中國的遠大目標，甚至

還婉轉解釋了四年前發佈傳教士驅逐令的原因。（11）

弗洛伊斯沒有描述陸若漢如何應對豐臣秀吉的

詢問或解釋，但明確地記道：“關白殿（豐臣秀吉）

從我們的修道士陸若漢那裡獲得了巧妙的回答。”

他認為，陸若漢的回答、范禮安的禮物以及日本基

督教大名的遊說，是導致豐臣秀吉態度緩和的重要

原因。（12）他還告訴我們，當范禮安一行離開京都

時，已獲豐臣秀吉信任的陸若漢被要求單獨留在京

都。直到該年底，他才拿着豐臣秀吉的回信和他送

給印度總督的禮物前往長崎，與范禮安等人會合。

關於陸若漢在其間的活動，我們還找不到詳盡

的史料記載，但弗洛伊斯聲稱，被豐臣秀吉指名留

在京都的陸若漢曾經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外交危機。

他告訴我們，在準備回贈給印度總督的禮品時，曾

在織田信長身邊見過范禮安的豐臣秀吉突然對他的

特使身份產生疑慮，懷疑神父在假公濟私、冒名頂

替，於是派人去詢問陸若漢。陸若漢對來者解釋

說：“本次使節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這是公

開的事，無法偽裝。使節帶着眾多隨員從印度出

發，經過許多異教國才來到這裡。他們還在中國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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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停留了很長時間，帶來了馬和其它許多惟獨印度

才有的物品，偷偷來此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

沒有贈送那些物品，不可能用其它方法獲得它們。”

陸若漢還聲稱：“使節公開在長崎登陸，與日本四

公子（天正少年使團）一起歸來。港口中還有別的定

期航船入港，所以能向許多葡萄牙人確認其真實

性。如此冠冕堂皇的公開使節決不可能是偽裝的。

瞭解所有情況的總督，一定會對此欺名盜世之舉極

為憤怒。”豐臣秀吉又問：“我已決定將所有的傳教

士從本國驅逐出去，為何還有神父來此執行如此使

命？”對此，陸若漢的回答坦率而又留有餘地，他

說：“范禮安曾在信長時期來過日本，後來返回印

度，但知道殿下成為日本的君主後厚待並保護神

父，所以才派遣使節來到日本。由於范禮安有來過

日本的經驗，所以總督將此使命交給了他。他在從

印度出發時並不知道殿下已驅逐傳教士。”由於缺

乏比對材料，我們很難確定弗洛伊斯的一面之辭在

多大程度上與事實相符，但無論如何，陸若漢隨機

應變富有辯才的天賦由此可見一斑。（13）

1592年 5月，豐臣秀吉率軍到九州名護屋，為

入侵朝鮮做準備。在得到軍中信徒的通風報信後，

陸若漢在6月再次以教會代表的身份，與來到日本的

葡萄牙船長佩雷拉一起前往致意，與他進行了長達

兩小時的交談。由於相關記錄過於簡單，不清楚陸

若漢再次與豐臣秀吉相見的具體細節，但這個喜怒

無常的獨裁者似乎對年輕的陸若漢頗有好感。當陸

若漢在一個月後因病返回時，他甚至頗為不悅地問

道：“為甚麼他不能留在當地治療呢？”（14）

我們不清楚陸若漢何以迅速取得豐臣秀吉的信

任，很顯然，這種特殊關係的建立不完全是由於陸

若漢的語言才能，他一定還擁有某種外交天賦。出

於這兩種過人之處以及范禮安的信任，陸若漢很快

從一大批同輩人中脫穎而出，開始以“通辭”的身

份，承擔起教會與當局聯絡溝通的重要使命。

須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特定情境中，“通辭”一

職的工作性質與內容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除了一般性的語言翻譯，“通辭”至少兼有教會新聞

發言人、教會事務代理或者外交使節等多種使命。

他們負責與當局溝通聯絡、調解或處理日常事宜和

各種突發事件，還須勝任外交密使及貿易談判代表

等眾多角色。因此當時日本教會的“通辭”不僅要精

通語言，而且要瞭解當地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俗，

並具有與其職能相適應的公關才能與溝通能力。與

前輩弗洛伊斯時期相比，陸若漢出任此職時的政治

形勢更為嚴峻而複雜。隨着豐臣秀吉完成日本統

一，原來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以

往屢試不爽的縱橫之術已無用武之地，在持久的禁

教壓力下，能否搞好與最高統治者的關係，獲得他

們的好感，不僅成為“通辭”是否稱職的唯一標誌，

而且關繫到整個教會的生存。

1596年的 3月，陸若漢為晉階神職，離開日本

前往澳門，但他很快於當年的8月，陪同第一位日本

主教馬爾蒂斯（Dom Pedro Martins）重返日本（15），

隨即前往京都，為主教拜訪豐臣秀吉做先期準備。

在他的斡旋下，豐臣秀吉在11月17日會見了主教神

父。他雖然沒有撤銷名存實亡的傳教士驅逐令，卻

破天荒地允許主教公開長駐日本。關於這次極為成

功的外交成就，陸若漢自己在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他頗為自許地記述道：“主教派遣耶穌會神父陸若

漢於長崎港前往太閣居住的伏見（Fuximi）宮廷，為

當時有關基督教諸事與太閣交涉。他每年都負責代

表日本教會的上長與神父拜訪的任務，並被任命為

總督梅內塞斯遣往太閣處的使節。 1591年曾讓他接

洽四位日本公子及范禮安與太閣的會面。因此，他

與太閣很熟。該神父代表主教與太閣接洽，告訴他

主教帶來的總督的書信與禮物，想獲得太閣的允許

與他見面。太閣對此很高興，命令主教立即來宮廷

與他會面。由於同時長崎奉行、唐津國領主的寺澤

志摩亦在宮廷之中，所以陸若漢神父就主教以（印

度總督）使節的使命訪問宮廷一事與他商量，因為

他是負責與葡萄牙人交涉的人，要求他也出席，與

太閣交涉。”“主教與寺澤一起到達伏見的宮廷，11

月 16日前往內殿，遞交了（印度總督）給太閣的禮

物與親筆書信。太閣當着天下諸奉行和其他許多領

主的面，以不同尋常的好意迎接了他，向他提出種

種問題。他對所有的問題作了令人滿意的回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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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閣亦因為他來自遠方，請他在本城休息，參觀當

地的眾多名勝。太閣雖然在 1587年開始對教會全體

加以迫害，迫害基督徒並驅逐耶穌會的神父，但由

於 1591年范禮安神父的來訪而態度趨於緩和，對神

父們毫無過錯的行為表示滿意。他還對陸若漢神父

說，在驅逐神父們的時候，討厭的不是神父，也不

是他們的教義，而是因為貪得無厭的基督教領主

們。所以太閣允許教會的神父們在長崎、京都和大

阪擁有住院與教堂。他還在眾人面前給予這樣的許

可，祇要主教願意，就可以留在日本。主教對此非

常高興，向主表示感謝，因為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在

接受使節之命時，就想與日本的羊群獃在一起。”（16）

我們雖然不清楚陸若漢與豐臣秀吉打交道時的

應答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這一外交成就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這位獨裁者的私人關係，根據

1598年 10月 3日巴範濟神父於長崎寫給耶穌總會長

的《1598年度日本年報》中稱，在此後日本當局一

再重申的禁令中，陸若漢是唯一獲准滯留日本的耶

穌會士。（17）或許是為了證明他與這位喜怒無常的獨

裁者的個人情誼，巴範濟還告訴我們，就在豐臣秀

吉病入膏肓的彌留之際，陸若漢曾單獨進入其臥室

與之依依話別。由於前者在訣別時顯示出的別樣溫

情，陸若漢幾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在如此傷感的氛

圍中，“心情複雜”，幾乎不能自持。（18）

關於陸若漢與豐臣秀吉的私人關係與情感因素

或可作進一步的心理分析，但可以肯定，即使是教

會中最為保守的頑固分子，也從未對他們的關係和

友誼說三道四。因為它不僅能帶來顯而易見的實際

利益，而且符合自上而下的傳統傳教方式。

將軍私人貿易代理和教會“管區代表”

或因事涉機密，或由於教會文獻的刻意隱

瞞，我們很少從中看到有關教會商業活動的類似

記錄，但事實上教會贏利性的商業活動不僅規模

龐大，而且與信仰傳播關係密切。從沙勿略時代

開始（19），它不僅一再成為打開傳教局面的外交利

器，而且始終是教會賴以生存的主要經費來源。

在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第一次遠東教

區的巡視時期，商業活動的性質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改

變。他與澳門當局簽訂的有關生絲貿易的協定（20），

使教會的商業活動成為冠冕堂皇具有計劃經濟性質

的公開行為。為了與這種日趨正規化的商業活動相

適應，范禮安不僅任命了專門負責此類事務的“管

區代表 Procurador”（21），而且還為分別派駐於長

崎、澳門以及歐洲等地的他們制定了一整套的行為

準則即所謂的《管區代表規則》。（22）

關於陸若漢出任管區代表的確切時間與期限，

目前還有一些模糊之處。有學者認為，他在日本與

中國兩度擔當此職前後約十二年之久，其中在長崎

任日本管區代表的時間應在1598-1610年間。（23）與

其他管區代表不同的是，陸若漢一直兼任“通辭”，

還擔任德川家康的私人貿易代理。

關於陸若漢出任這一教外世俗職務的起因，教

會《1601、 1602年日本諸事》報告云：“葡萄牙定

期船來到時，內府為向葡萄牙人購買他想要的物

品，將一位家臣派遣到長崎，並命令他在與葡萄牙

人交涉時，獲得天下之主的通譯、我們耶穌會的羅

德里格斯（陸若漢）的幫助。但是，善良的家臣在購

入了若干毫無價值的物品後，無視神父，一個人進

行了交易。其後返回到了內府那裡，上交了收支報

表和購入的物品。但是，內府對衣服的種類及其購

買額不滿意，在瞭解到份量嚴重不足，品質極為低

劣，且價格遠高於其他商人購買的東西後，非常憤

怒。但家臣辯解為這一切都是他人的緣故，他誇大

了問題，批評了神父與葡萄牙人，說他們無視天下

之主，祇考慮自己的利益，並且相互勾結。這些中

傷使內府極為惱火，而志摩再次煽風點火，說：葡

萄牙人無視自己的命令，不允許他們來到日本。無

論如何，事情的來龍去脈是清楚的。如果確定傳教

士也有責任，就應該懲罰傳教士與葡萄牙人。調查

真相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所以，內府再次

將羅德里格斯喚去，對他說：我很高興瞭解了傳教

士的品質與誠實。我相信今後他們在所有事情上也

是極為清廉純潔的人。志摩再也不要管理或干涉定

期航船和傳教士的事了。就這樣，（內府）本人獨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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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與葡人的交易），他為此發佈的特許狀，宣佈葡

人和神父們是直接的交易者，政廳內的所有人都因

此瞭解了事件的真相。他的奉行和官員們對陸若漢

奉內府之命當面說明事件真相時所表現的謙恭態度

極為感動，並趁機要求對我們的諸事作有利的處

理。因為陸若漢極力庇護神父和葡萄牙人，而沒有

將責任推卸給任何人，也沒有用自己的語言損害他

人。他就像一位聖職人員，在這裡的所有人看到這

一切都因此深受感動，對他產生了親切感。”（24）

根據以上描述，我們不難發現，德川家康對陸

若漢的信任並不僅僅是因為“傳教士的品質與誠

實”，正如報告撰寫者所言，這一破格任命的目的

在於“內府本人獨佔了與葡萄牙人的交易”。而另一

方面，善於把握機會的傳教士亦未放過良機，他們

“趁機要求（德川家康）對我們的諸事作有利的處

理”，並讓陸若漢充份利用這一特殊職務之便，“極

力庇護神父和葡萄牙人”。

從陸若漢個人的角度看，身兼數職的特殊身份

迫使他面對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並導致其工作具

有某種政治色彩。事實上，陸若漢每年不僅要在長

崎處理一個管區代表的份內之事，還必須前往京

都，協調教會與幕府的商業與政治關係。

史料記載，在范禮安離去幾天後，陸若漢與村

山等安一起前往京都，同行中包括駐長崎的葡人、

前一年進入長崎港口的葡人船員代表。此行問題之

一是由於絲價過高，前往購買的日本商人沒有獲得

希望得到的生絲。此事通過兩位管員傳到家康耳

中，而在2月份的兩次會面中，家康的憤怒消除了。

1604年，陸若漢再次前往京都。值得令人回味

的是，由於 1603年 7月澳門定期航船遭到荷蘭人的

搶劫、日本教會因此喪失經濟來源並陷入財政危機

時（25），在困難時刻抻出援手的救星，竟然是幕府將

軍德川家康。當他從 1604年訪問京都的陸若漢那裡

聽說這一消息後，不僅贈給教會 350両，並且還主

動地借給他們5,000両，並且申明，教會可以在他們

認為方便的時候歸還這筆借款。（26）

1606年 9月，陸若漢再次前往京都。作為兼任

教會“通辭”、家康私人貿易代理人以及管區代表三

重職務的陸若漢，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協調幕府與

葡萄牙商人以及教會之間的經濟關係。 1606年 8月

14日，葡萄牙商船迪亞哥號在經過漫長的航行後進

入長崎港，但在生絲交易時卻發生糾紛，葡萄牙商

人威脅說要將貨運回澳門，在這個時候，經陸若漢

的調解，雙方最終達成交易，而陸若漢在其中的作

用亦為德川家康所認識。（27）

在 1606年的京都之行中，陸若漢為將軍帶去尼

古拉修士製作的鐘錶，並經過遊說最終使將軍打破慣

例，同意讓主教塞爾凱拉（Dom Luís Cerqueira）於

1606年10月，以主教身份正式拜訪德川家康。在不

久之後的 1607年 5月，耶穌會日本管區的管區長巴

範濟（Francesco Pasio）神父亦在陸若漢的陪同下，

前往駿河，訪問了德川家康，稍後又前往江戶，禮

拜了新任將軍德川家光。（28）

應當承認，作為“通辭”和“管區代表”，陸若

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另一方面，其身份與工

作的特殊性，又不可避免使他受到某些保守人士的

垢病與攻擊。其中曾得到他幫助的塞爾凱拉主教就

在 1607年 3月 1日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指責道：

基於我對耶穌會抱有的愛情以及神賦予我堅

守耶穌會憲章、保護其名聲與氣質的熱情，我不

得不對這一世俗職務指出以下幾點，即耶穌會通

過被稱為通辭的羅德里格斯神父，參與有關定期

船事務和貿易、並對長崎有關事務進行的統治等

世俗事務     雖然這僅僅是指導性的。這麼說是

因為它已經成為世俗日本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

牙人議論紛紛的話題。我認為這些工作與我們的

誓言並不相符，這才是導致非議的真正原因。上

述羅德里格斯神父的過度介入，顯然缺乏作為修

道士應有的謹慎與深思熟慮。我並不否認他對此

事應對自如，且極為熟練。我斷言近年來我們在

日本所蒙受的並持續至今的遭遇與不快，幾乎都

緣於這些類似於行政事務的行為，雖然這並不能

稱之為行政事務。（⋯⋯）羅德里格斯在各種事

務上一再欠缺慎重與小心，缺乏與修道士相配的

品性，對此我毫不懷疑必須給他嚴厲的忠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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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使與他交涉的人感到不快，而且還受到責

難，被認為是（傳教的）弊端。（29）

更有甚者，教會內部還一度傳出有關陸若漢緋聞的流

言蜚語。關於等安態度的轉變有各種不同說法，其中

最駭人聽聞的流言是， 1615年 12月 6日曼努埃爾．

迪亞斯（Manuel Dias）在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指責陸

若漢與長崎地方官員（等安）的妻子關係曖昧，並因

此被驅往澳門。他聲稱：“還有關於四誓願神父若阿

．羅德里格斯的事情。據謠傳，他在長崎時常常獨自

一人，不帶隨從，與（地位）僅次於奉行的等安的妻

子會面。其態度看上去極為狎褻，有時小便還將她帶

入廁所，常常從衣服的敞口處伸手去摸她的乳房。看

到此事的侍女將此事告訴等安，所以等安對妻子很冷

淡，納了好幾個妾。等安與羅德里格斯神父斷交，最

後將神父逐出日本，但驅逐他們時用了另外的理由。

神父頭上有幾個大癤子，還有人說是性病。不知經過

了怎樣的治療，頭上開了個大洞，經過一年多治療才

癒合，但腦後難看的洞還是沒有合上。”（30）

關於這一駭人聽聞的桃色事件，我們很難確定

它的真實與否（31），但我們亦不難從中看出，陸若漢

不同尋常的眾多職務，使得他面臨來自內外各個方

面的重重壓力，而面對這一系列的誹謗、忌妒和道

貌岸然的道德指控，內外交困的陸若漢終於 1610年

的塔克拉薩號事件之後（32），被解除了管區代表和通

辭的職務，於 1611年 3月乘船前往澳門，從此離開

了生活了三十二年的日本。

關於陸若漢的悲劇性結局及其原因，在巴範濟

之後擔任耶穌會遠東地區巡視員一職的維埃拉神父

（Francisco Vieira）頗為明白。他說：

他（陸若漢）是有才能的，有着自發但可行

的周詳考慮。對太閣和今天的皇帝以及日本的大

小諸侯有不小的影響力，由於他的不斷努力，神

父們才能在日本留到今天。由於他是管區的司

庫，所以過深地捲入了貿易及長崎的市政管理，

犯了錯誤，在外部亦有等安、左兵衛為首的許多

敵人，因此受到迫害，並最終被流放。（33）

從陸若漢個人的經歷看，他在日本出任教會

“通辭”並同時兼任管區代表及德川家康私人代理，

無疑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許多人因而對他

的最後結局頗感遺憾，認為他受到不公正待遇。但

如果以歷史學家的冷靜目光審視這一切，就不難發

現，陸若漢大起大落的人生曲線與教會在日本的政

治命運大致 合，可以認為，陸若漢的飛黃騰達可謂

時勢造英雄的典型，而他最後的黯然離去，而是時

代發展所然，並非個人能力所能左右。

關於陸若漢的生平，還有許多方面需要作進一

步的研究，例如他在 1605年和 1620年分別撰寫的

《日本大文典》和《日本小文典》，應該代表了耶穌

會士研究日本語言的最高水平；此外，他在澳門期

間的外交活動，尤其是他先後兩度率葡萄牙僱傭軍

北上，為助明朝政府抵抗清軍；在山東巧遇朝鮮使

節並向他們贈送書籍等事，都值得做深入的個案分

析。（34）至於他直到去世之前仍在修訂的《日本教會

史》一書，更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由於篇幅所

限，這裡不一一介紹。

【註】

（1）在16世紀的日本教會中，同名同姓的若阿．羅德里格斯至

少有兩人，其中一人曾擔任管區長的秘書，並撰寫了數份

年報報告，通常自我署名為João Rodrigues Girão。為與之

相區別，日本人習慣地稱之為“通事伴天連（神父）”，教

會內部亦呼之曰 João Rodrigues Tçuzu。而陸若漢本人亦

常常自署為 Joam Roiz [Rodriguez]。土井忠生：《〈日本

教會史〉解說》（《日本教會史》，上）岩波書店，大航海時

代叢書，Ⅸ， 1978），頁 30-31。

（2）1620年作於澳門的《日本管區所屬耶穌會士名錄》記述道：

“若阿．羅德里格斯出於拉梅古主教區的塞魯拉塞里村的葡

萄牙人。年齡 59歲。入會四十二年。體格強健。修過哲學

課程，學習神學四年。在四年中教授拉丁文。擔任該管區

的會計十二年。1601年立四誓願。對日本語極為精通，且

能進行靈巧的說教。”同上揭書頁 30。

（3）參見庫珀（M i c h a e l  C o o p e r）：《通辭羅德里格斯》

），松本玉譯，原書房，1991，

頁 13。

（4）根據 1581年 12月 20日的會員名冊，當時神學院中的耶穌

會員如下：院長菲蓋雷多（Melchior de Figueiredo）神父、

葡萄牙人；安東尼奧（Antonio Prenestino）神父、教師，

意大利人；阿瓦羅．迪亞斯（Álvaro Dias）神父，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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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曼努埃爾．波拉里（Manuel Borralho）修道士，副監

事，葡萄牙人；養方軒．保祿修道士，日本人，說教老

師；米蓋爾修道士，日本人，說教老師。另有學生五人，

都是剛入會不久的葡萄牙修士。他們是蘇阿雷斯修士

（Miguel  Soares），科埃里修士（Pedro Coelho），戈伊斯

修士（Amador de Góis）、阿布雷烏修士（Luís de Abreu）

和本文的主人公陸若漢。參見切希里克（ H u b e r t

Ciesl ik）：《府內的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第 27輯

 ，吉川

弘文館， 1987，頁 106-134。

（5）開設哲學課程的是著名的戈麥斯神父（Pedro  Gomez），

他在 1583年 11月 2日的一封信中說：“我是在 1583年 9

月 20日到達府內的。到達那裡之後，我立即與諸住院的

上長弗洛伊斯神父趕往下，訪問了領主（大友義統）和

王（大友宗麟），接受了他們的盛大歡迎，此後，我立

即按照視察員神父以及准管區長神父給我的指示，在府

內開始了哲學課程。”參見註（4）所引書頁 102。

（6）參見註（4）所引書頁 37、 38。

（7）孟三德（Eduardus de Sande）神父在 1589年刊行於澳門的

《日本遣歐使節對話錄》曾對當時歐洲教會學校的教育模式

有如下介紹：“諸學科可以分為兩大類別，其中包括有有

關語言的學問，以及研究事物的另一類學問。第一類學問

包含文法學、修辭學、辯論術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各種

學科。第二類內容眾多，涉獵極廣，其中包含着數量極多

的學科。簡而言之，又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

自然的學問，第二部分是關於倫理的學問，第三部分研究

超自然的事物。在關於自然的部分如，僅憑理性之光考察

並思考萬物理法，它可以理解為研究自然的學問，所有學

問均歸屬於此。這一系列中首先是被泛稱為數學的四學

科，即幾何、算術、音樂和天文學，其中第一學科是研究大

小，第二學科是研究數量，第三學科是研究聲音，第四學科

是認識天空。”孟三德：《天正遣歐使節記》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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